
 

 

自由贸易协定能否降低国际不平等交换
−基于中国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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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自由贸易协定建设是中国扩大对外开放，深化与世界互动的重要举措。文章选取

2000—2018 年全球 134 个国家和地区的面板数据，基于马克思国际价值理论构建各国（地区）与中国

的国际不平等交换程度指数，继而检验与中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对国际不平等交换的影响效应。结

果表明，与中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能显著降低其与中国之间的国际不平等交换程度，即相比于没有

与中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地区），与中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地区）和中国之间的国

际不平等交换程度减少了 23.07%，此效应主要体现在单位价值商品所包含劳动时间低于中国的国

家（地区）上。究其机制，该效应源于与中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能够显著提高该国（地区）与中国的

贸易规模，减少该国（地区）与中国进出口商品种类的差异。进一步将上述效应与美国、日本、巴西、

俄罗斯进行对比后发现，自由贸易协定对国际不平等交换程度的缓解效应并不具有普遍性，因国家

（地区）而异，与中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缓解效应大于其他四个国家。文章的研究结论有效地反驳

了“中国威胁论”“中国新殖民主义论”等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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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国强起来的新征程需要与其他国家一道寻找更广阔的合作空

间，彼此深度合作，而签订自由贸易协定（Free Trade Agreement）就是其中的一项重要举措，以期

促进商品、服务、资本、技术、人员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支撑高质量发展。中国也在积极推

进自由贸易协定的建设，自 2000 年中国签署第一个区域贸易协定《亚太贸易协定》起，截至

2021年底，中国已经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共 21个，涉及 26个国家和地区。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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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除此之外，中国正在谈判的自贸区有中国—海合会、中日韩、中国—斯里兰卡、中国—以色列、中国—挪威、中国—新西兰自贸协定升级

谈判、中国—摩尔多瓦、中国—巴拿马、中国—韩国自贸协定第二阶段谈判、中国—巴勒斯坦、中国—秘鲁自贸协定升级谈判。正在研究的自由

贸易协定有中国—哥伦比亚、中国—斐济、中国—尼泊尔、中国—巴新、中国—加拿大、中国—孟加拉国、中国—蒙古国、中国—瑞士自贸协定升级

联合研究。自由贸易协定成为中国推进区域合作，促进对外贸易发展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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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由于不同经济体的国际话语权和国际地位有显著差别，国际贸易利益的分配和流向

是不平衡的（李真和马艳，2009；宋树理，2013）。可以说，当前的国际贸易与分工体系是由发达

国家发起和主导的，发展中国家处于不利或被动的地位，国家间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

之间的贸易利益分配存在严重的不平等（张少军和侯慧芳，2019），形成国际不平等交换（阿吉

里·伊曼纽尔，1988；萨米尔·阿明，2017）。根据马克思国际价值理论，国际不平等交换是指在两

国贸易中，一国可以用一个单位劳动时间所生产的商品交换另一国多个单位劳动时间所生产的

商品。①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国经济开放程度不断提高，在贸易利益最大化目标的驱动下，

发达国家对欠发达国家的国际剥削愈演愈烈，国际不平等交换现象也日益增多且将长期存在。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全面崛起为全球贸易体系注入新的动力，带来新的景象。党的十九大强

调“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

也强调“推进合作共赢的开放体系建设，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正当中国秉持着

平等互利的基本原则，积极推动自由贸易协定建设、扩大对外开放、推动全球经济治理变革之

时，国外所谓的“中国威胁论”“中国新殖民主义论”等观点甚嚣尘上（刘爱兰等，2018；孟献丽，2021）。
本文选取 2000—2018年全球 134个国家和地区的面板数据，检验与中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

对国际不平等交换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与中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显著降低了其与中国之

间的国际不平等交换程度。进一步地，本文将上述效应与美国、日本、巴西、俄罗斯进行对比，

发现自由贸易协定对国际不平等交换程度的缓解效应并不具有普遍性，与中国签署自由贸易协

定对国际不平等交换程度的缓解效应要大于其他四个国家。本文的发现有效地反驳了“中国威

胁论”“中国新殖民主义论”等歪理邪说。

与以往的研究相比，本文可能存在的边际创新和贡献在于：第一，现有文献虽然对自由贸易

产生的影响效应做出了多方面的分析，但主要关注贸易、增长等经济效应以及政治战略等非经

济效应（张中元，2019；Jagdambe和 Kannan，2020），甚少涉及自由贸易协定对国际不平等交换影

响的讨论。本文根据中国的自由贸易协定建设现状，实证检验了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对于协定

国之间国际不平等交换的影响，这无疑拓展了自由贸易协定的研究视野。第二，现有文献对于

国际不平等交换现象的研究大多从剩余价值转移、收入不平等以及生态不平等的角度进行分

析；而对于国际利益分配不均的问题，大多数文献只是理论层面的研究，缺乏实证检验（Anderson，
2020；王智强，2020）。本文尝试基于马克思国际价值论的角度来量化国际贸易的不平等程度

（国际不平等交换），并采用 2000—2018 年全球 134 个国家和地区的面板数据，检验与中国签订

自由贸易协定能否降低中国与协定国之间的国际不平等交换程度。从现有研究来看，本文应是

首篇采用跨国数据，全面检验自由贸易协定对国际不平等交换影响的文献。第三，中国在维护

世界经济秩序和谐发展、推进世界治理公平公正等方面，积极提出中国方案，成效有目共睹；但

西方发达国家大肆宣扬“中国威胁论”“中国新殖民主义论”等污名化中国的言论层出不穷（刘

爱兰等，2018；孟献丽，2021）。本文从国际价值的角度出发，分析了与中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对

国际不平等交换程度的影响，并与美国、日本、巴西和俄罗斯四国相对比，为中国向世界积极发

声提供证据。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一）与中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对国际不平等交换的影响效应

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坚定推动者，是绝大多数国家（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一直以合作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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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引自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卷下），人民出版社 1980年版，第 401—4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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赢的方式发展贸易关系，积极缔结自由贸易协定，寻求更大程度的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左海聪，2022）。

互利共赢和多元平衡的贸易理念使中国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能促进双方共享贸易利益，合作成

果惠及各方（原瑞玲和田志宏，2014；周曙东等，2016）。

纵观当前世界局势，贸易“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日渐抬头，对推进世界自由贸易和经

济全球化构成威胁。部分资本主义国家制订的贸易“游戏规则”，使其取得了在国际经济体系中

的话语权和垄断地位，进而影响国际经济活动与国家间利益的分配，为资本主义国家带来更多

利益，从而导致国际不平等交换（李真和马艳，2009）。而中国正积极承担大国责任，发挥其在双

边和多边自由贸易协定中的影响力，消解贸易保护主义带来的负面影响，塑造了包容开放、支

持全球化的良好国际形象（凌胜利，2019；赵龙跃和高红伟，2022）。

更为重要的是，经过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尤其是加入 WTO 之后，中国无疑日渐发展成世

界贸易大国，中国也拥有全球最完整的产业链体系。与西方大国不同，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

（小国）有着相似的曾被西方国家侵略与压榨的历史。中国更能了解发展中国家在发展之路上

的艰辛，也与发展中国家有着更多的共同利益（李兵和颜晓晨，2018）。中国更珍惜与发展中国

家的友谊，也更加重视国际合作。与此同时，中国一贯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外交政策，

在国际经济交往上遵循平等互利原则，中国不会“以大欺小”，更不会“强买强卖”。中国愿意也

正在与世界各国一道促进国际经济秩序朝着平等公正、合作共赢的方向发展。目前，中国也正

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因此，本文提出假说 1：

H1：与中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能显著降低协定国与中国之间的国际不平等交换程度。

（二）与中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影响国际不平等交换的机制

1. 扩大协定国与中国的贸易规模。一般而言，国际贸易中发生不平等交换主要源于不平等

的贸易规则。凭借着先发优势掌握先进技术的发达国家往往在国际贸易中拥有优于欠发达国家

的地位，掌握着国际贸易规则的话语权。在与欠发达国家的贸易中，发达国家制定垄断价格和

限制贸易产品的种类，尤其是在高新技术领域。而在发展中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的农业和手工业

等领域，发达国家制定严格的标准和提高关税以限制本国的进口（吕越等，2018）。由此，发达国

家在国际市场上通过“强买强卖”的行为，不断地从欠发达国家攫取剩余价值，扩大其自身国际

垄断资本的规模和垄断力量。欠发达国家的剩余价值被转移，制约了国内经济和技术的发展，

导致其与发达国家的劳动生产率差距不断扩大，国际不平等交换程度逐步加大。进一步地，发

达国家为了维护自身的资本利益，限制与欠发达国家的技术交流，大力推行贸易保护主义，如政

治施压、滥用贸易壁垒，减少与欠发达国家的商品贸易，强化“强买强卖”的行为，损害了欠发达

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的利益分配，加剧国际不平等交换程度。相反，扩大发展中国家的贸易规模，

获得贸易收益，有助于发展中国家获得经济增长和提升产品附加值，从而降低发展中国家与发

达国家之间的国际不平等交换程度（宋树理和刘晓音，2019）。

就中国而言，曲建忠（2002）认为由发展中国家组建的各种一体化组织虽然很多，但发展水

平大多很低，而作为发展中大国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与欠发达国家签订自由贸易协定

可以在资金、技术等方面提升各自实力，加强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提升整体发展水平，在经济

结构以及产品结构方面形成较强的互补性，扩大各自的贸易规模。谢建国和谭利利（2014）、韩

剑等（2018）基于计量分析验证了上述观点。因此，与中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可以消除彼此的贸

易壁垒，促进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的发展，有效降低协定国之间的贸易成本，促进双边贸易额的

增加，从而降低两国间的国际不平等交换程度。据此，本文提出假说 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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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a：与中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可以通过扩大协定国与中国的贸易规模而降低两者的国际

不平等交换程度。

2. 缩小协定国与中国的贸易种类差异。贸易商品种类也会影响两国的国际不平等交换程

度。如果一国出口增长主要源于贸易的广延边际，即新的企业进入出口市场以及出口产品种类

的增加，那么将会增加贸易品的范围而不只是贸易量，这不仅有利于出口国形成多元化的生产

结构，也使逆向贸易条件效应不太可能发生（钱学锋和熊平，2010）。拓展贸易的广延边际，增加

贸易种类，会对一国生产率进步产生正向影响（Feenstra和 Kee，2008）。而劳动生产率的国别差

异决定了国际不平等交换，劳动生产率较高的国家可以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环境下转移劳动生

产率较低国家的剩余劳动（宋树理，2013）。一国通过拓展贸易边际促进生产率进步的举动，一

定程度上可以减少剩余劳动的转移，从而减轻国际不平等交换程度。

如果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只是增加了某些产品的贸易量，而不利于另外一些产品的贸易，

而且贸易量增加的产品并不是某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贸易量减少的产品却是某国具有比较

优势的产品，那么这种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可能并不能降低国际不平等交换程度。更严重的情

况是，如果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对协定国之间的贸易种类的影响是有差异的（例如，对增加某方

的贸易种类远多于另一方，甚至减少了另一方的贸易种类），那么两者贸易产品种类的差异增加

也并不有利于减少双方的国际不平等交换程度。这种情况在大国与小国之间的贸易中尤为明

显。大国凭借着市场垄断等优势，形成“强买强卖”，更加剥削小国的剩余价值，国际不平等交

换程度加剧。由此，需要观察自由贸易协定对进出口产品种类的影响。

就中国而言，刘竹青和盛丹（2021）从产品生命周期的角度，通过实证研究了贸易自由化对

中国贸易结构的影响，指出贸易自由化提高了新产品的贸易强度，尤其是关税的降低显著改善

了中国的贸易结构。陈勇兵等（2015）使用 CEPII-BACI 数据库中 1995—2012 年中国对东盟各国

的 HS6 位数贸易数据，指出中国-东盟自贸区有效地促进了广延边际的提升，即贸易种类的增

多。徐芬和刘宏曼（2018）关注农产品贸易，发现中国-东盟自贸区和中国-新西兰自贸区能对中

国农产品进口的广延边际产生正向影响。因此，本文提出假说 2b：
H2b：与中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可以通过缩小协定国与中国的贸易种类差异而降低两者的

国际不平等交换程度。

（三）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影响国际不平等交换的异质性

正如上文指出，判断签订自由贸易协定是否能缓解协定双方间的国际不平等交换程度，需

要观察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对两者的贸易规模和贸易种类差异的影响。

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能否扩大贸易规模因国家（地区）而异（Anderson 和 Yotov，2016）。魏

景赋等（2021）指出，一国与经济规模差距较大的国家签署自由贸易协定时，可能会面临更高的

运输、基础设施等交易成本和风险，即使自由贸易协定带来大幅度的关税减让，该国企业出口

的动力也会被大幅削弱。李丽等（2008）通过研究韩美间自由贸易协定发现，韩国与美国之间的

利益让渡并不平衡。韩国自身经济规模相对较小，这一不利条件使其在参与贸易过程中关税收

入下降以及贸易条件相对恶化，进一步导致 GDP 及福利水平负增长。相较之下，韩美 FTA 则使

美国的福利水平得到大幅改善，成为协定的受益国。因此，本文认为，签订自由贸易协定通过扩

大协定国之间的贸易规模影响国际不平等交换的机制存在异质性。

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对协定国之间贸易种类的影响存在差异。Dennis和 Shepherd（2011）通

过研究 118 个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发现，贸易便利化能够积极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多样

化，该促进作用对较贫穷国家更加显著。王黎萤等（2021）则以亚太区域主要经济体之间签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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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贸易协定为例，认为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创新能力有限，出口贸易产品结构较单一且大多为

附加值较低的中低端产品，在自由贸易协定中仍处于打开与他国贸易便利化的初始阶段。在

FTA 的知识产权规则中，发达国家的科技实力处于领先水平，其出口产品结构中知识产权密集

型产品占比较高，借助 FTA 的知识产权条款防范别国技术模仿，提升本国企业的创新收益，进

一步优化出口产品结构。自由贸易协定中知识产权保护条款会限制发展中国家的模仿创新，缩

减其相关产品的出口种类。因此，签订自由贸易协定通过减少协定国之间的贸易商品种类的差

异影响国际不平等交换的机制存在异质性。因此，本文提出假说 3：

H3：自由贸易协定缓解国际不平等交换程度的效应存在异质性，因签署方不同而不同。

三、实证策略与数据说明

（一）实证策略

本文旨在检验与中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能否降低该国与中国之间的贸易不平等程度，借鉴

马艳等（2020）、黄亮雄等（2018）的研究，构建计量模型如下：

lCD_Tueit = α+βAgrit +X′γ+λi+ηt +εit （1）

其中，下标 i 代表国家，t 代表年份；被解释变量 lCD_Tueit 表示 i 国在 t 年与中国贸易的相对不平

等程度（国际不平等交换程度），取对数；核心解释变量 Agrit 为虚拟变量，表示 i 国在 t 年是否与

中国签有自由贸易协定；X 为其他控制变量；λi 和 ηt 分别为国家/地区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

εit 为随机扰动项。

系数 β 的符号与大小衡量自由贸易协定对国际不平等交换程度的影响程度。如果 β 显著大

于 0，表明与中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加大了该国与中国的相对不平等交换程度；如果 β 显著小

于 0，表明与中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降低了该国与中国的相对不平等交换程度；如果 β 不显著，

表明与中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不影响该国与中国的不平等交换程度。若本文的理论假说成立，

则系数 β 应显著小于 0。

（二）数据说明

本文从世界贸易组织 RTA 数据库获取截至 2018 年底已签署生效的自由贸易协定数据，从

OECD 数据库、世界劳工组织 ILO 数据库和《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整理获取共 134个国家和地

区的人均周劳动小时数，从世界银行 WDI 数据库获取 2000—2018年 218个国家和地区的宏观数

据，从世界银行治理 WGI 数据库获取 2000—2018 年 186 个国家和地区的全球经济自由度指数。

综合上述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选取 2000—2018年共 134个国家和地区的面板数据作为分析样

本进行实证分析。

被解释变量为国际不平等交换指数。根据马克思国际价值理论，国际贸易不平等主要是通

过剩余价值的国际转移来反映。当前学术界对于国际不平等交换程度的测算主要有两种方法：

其一，通过测算商品价值和交易价格的比例关系，衡量剩余价值的不平等交换（冯志轩和刘凤

义，2019）；其二，测算国家劳动生产率，通过劳动力转移来反映剩余价值的不平等交换程度（马

艳等，2020）。

考虑到国际投入产出表的时效性较差以及数据的完整性不足，本文借鉴马艳等（2017，

2020）的方法，采用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对国际不平等指数进行测算。①在国际价值理论体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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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在测算国际不平等交换指数时，需要满足如下前提条件：一是，长期来看，国际市场上商品的交易价格应等同于其所包含的价值；二

是，国家或地区之间技术、资本有机构成、劳动生产率等差异最终均表现在该国家或地区生产单位产品所包含劳动时间的差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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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价交换意味着相同价值的商品所包含的劳动时间相等。根据其定义，两国之间劳动生产率差

异越大，单位价值商品所包含劳动时间的相对差异越大，发生贸易时国际不平等交换的程度也

就越大。因此，本文采用中国与各国（地区）的单位价值出口商品所包含劳动时间的相对差异作

为衡量国际不平等交换程度的指标。由于无法准确度量单位价值出口商品的劳动生产率，考虑

到数据可得性，因此本文用全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计算得出单位国内生产总值所包含的劳动时

间近似替代单位价值出口商品所包含的劳动时间，如式（2）所示，其中人均年劳动小时数等于人

均周劳动小时数乘以一年总周数（一年约有 52.14周）。在式（2）基础上，通过式（3）得到 i 国（地
区）t 年与中国的相对不平等交换程度。

Tueit =
年度就业总人数×人均年劳动小时数

国内生产总值
（2）

lCD_Tueit = ln
∣∣∣∣∣Tueit −Tuect

Tuect

∣∣∣∣∣ （3）

由此可见，lCD_Tueit 数值越大，i 国（地区）在 t 年与中国的相对不平等交换程度越大。

核心解释变量为 Agr，是 0—1虚拟变量，表示是否与中国签有自由贸易协定。若与中国签有

自由贸易协定则赋值为 1，否则为 0。根据世界贸易组织 RTA 数据库，提取截至 2018年底中国签

署并生效的所有双边或多边贸易协定数据。对于协定生效日期的处理为：若协定的生效日期在

7 月 1 日之前，则记为当年；若在 7 月 1 日及以后，则记为下一年。若签署的协定为多边贸易协

定，则协定内所有成员均视为与中国签有自由贸易协定。例如，中国于 2002年正式加入亚太贸

易协定，则视为中国与协定内的孟加拉国、印度、老挝、韩国、斯里兰卡、蒙古国这六个国家均

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但由于蒙古国于 2020年 10月 23日才正式加入亚太贸易协定，因此中国

与蒙古国之间自由贸易协定的生效时间为 2021年。
在控制变量选取上，为了获得更加可靠的实证结果，本文从经济发展、国际贸易、技术水平

以及政府质量四个维度来捕捉 i 国（地区）与中国的差异。

在经济发展差异方面，本文选取国内生产总值、人口规模和汇率三个指标衡量各国（地区）

宏观经济发展水平。具体而言，lrGDP 是 i 国（地区）t 年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与中国实际国内生产

总值之比的对数，衡量经济规模的相对差异；lrPop 是 i 国（地区）t 年人口总数与中国人口总数比

值的对数，衡量人口规模的相对差异；lrER 是 i 国（地区）t 年货币兑换美元汇率与人民币兑换美

元汇率比值的对数，衡量货币国际购买力的相对差异。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人口总数和汇率的

数据均来源于世界银行 WDI 数据库。

在国际贸易发展差异方面，本文选取关税水平、商品和服务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两

个指标衡量各国（地区）国际贸易发展的水平。具体而言，lrtar 是 i 国（地区）t 年平均关税水平与

中国平均关税水平之比的对数，衡量贸易便利化程度的相对差异；lrexp 是 i 国（地区）t 年商品和

服务出口总额占本国 GDP 的比重与中国商品和服务出口总额占中国 GDP 的比重之比，取对

数，衡量出口水平的相对差异。平均关税水平、商品和服务出口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的数

据均来源于世界银行 WDI 数据库。

在国际技术水平差异方面，本文选取国际授权的专利总量衡量各国（地区）在国际市场中的

技术水平。具体而言，lrpat 是 i 国（地区）t 年授权的专利总数与中国授权的专利总数之比的对

数，衡量创新能力和技术水平的相对差异。授权专利总数的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 WDI 数据库。

在政府治理水平差异方面，本文选取全球治理指标衡量各国（地区）的政府治理水平。全球

治理指标（WGI）共有六个维度的治理数据，即话语权与责任、政治稳定性与不存在暴力、政府效

率、监管质量、法治和腐败控制。本文将各国（地区）六个维度的单项指标进行加总得出各国（地

  2023 年第 10 期

•  24  •



区）的 WGI 值。lrWGI 是 i 国（地区）t 年的全球治理指标数据与中国数据的比值，取对数，衡量政

府治理水平的相对差异，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全球治理 WGI 数据库。

四、实证分析

（一）基准回归

基于回归方程（1），检验与中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对于降低与中国之间国际不平等交换程

度的影响。表 1给出了基准回归的结果。在同时控制国家/地区和年份固定效应的基础上，四列

的回归数据中逐步添加控制变量，是否与中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虚拟变量（Agr）的系数均至少

在 5% 统计上显著为负。这一致表明，与中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显著降低了与中国之间的国际

不平等交换程度，这与本文的假说 1一致。

具体而言，列（1）添加国家/地区和年份固定效应，没有包括控制变量，是否与中国签署自由

贸易协定虚拟变量（Agr）的系数为−0.255，且在 1%水平上显著。在此基础上，列（2）—列（4）依次

添加控制变量，其中，列（4）虚拟变量（Agr）系数为−0.262，仍在 1% 水平上显著。从影响大小来

看，相比于没有与中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地区），与中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地

区）与中国的国际不平等交换程度会显著降低 23.07%。①

 
 

表 1    基准回归

lCD_Tue

（1） （2） （3） （4）

Agr −0.255***（−2.970） −0.243***（−2.830） −0.187**（−1.992） −0.262***（−2.904）

lrGDP 0.519***（3.443） 0.301（1.506） 0.208（0.874）

lrPop 1.986***（9.283） 1.951***（7.126） 3.318***（7.850）

lrER 0.210***（5.087） 0.091（1.587） 0.018（0.203）

lrtar 0.368***（5.586） 0.342***（4.699）

lrexp 0.475***（5.448） 0.505***（4.678）

lrpat −0.036（−0.961）

lrWGI 0.635*（1.768）

Constant −1.479***（−24.217） 10.640***（10.932） 9.326***（8.199） 13.903***（8.060）

国家/地区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2 482 2 258 1 661 1 011

R2 0.009 0.100 0.117 0.163
　　注：（1）***、**和*分别表示各统计量在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2）括号内为各统计量的t值，使用的是稳健

标准误。下同。
 

（二）区分样本回归

同时，本文还根据单位价值商品所包含劳动时间（Tue）的大小将样本分为两组分别进行回

归。表 2列（1）与列（2）是单位价值商品所包含劳动时间（Tue）小于或等于中国的样本，即劳动生

产率高于中国的样本。从结果可以看出，无论是否添加控制变量，是否与中国签订自由贸易协

定虚拟变量（Agr）的系数均在 1% 统计水平上显著为负。②也就是说，当中国单位价值商品所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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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与中国签有自由贸易协定以及没有与中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国家之间的国际不平等交换指数的对数差为：lCD_TueY−lCD_TueN=

−0.2623，即（CD_TueY−CD_TueN）/ CD_TueN=exp（−0.2623）−1=−0.2307。

 ② 限于篇幅，下文表格不报告控制变量的结果。详见本文的工作论文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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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劳动时间大于或等于其他国家（地区）时，与中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能降低两者的国际不平等

交换程度。又由于各国（地区）的 Tue 整体上下降（包括中国），因此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使得中

国单位价值商品所包含劳动时间的下降速度慢于其他国家（地区），或者说中国的劳动生产率的

增长速度快于其他国家（地区）。具体如列（2）所示，在单位价值商品所包含劳动时间低于中国

的样本中，相比于没有与中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地区），与中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国

家（地区）与中国的国际不平等交换程度会显著降低 16.87%。
表 2 列（3）与列（4）是单位价值商品所包含劳动时间（Tue）大于中国的样本，即劳动生产率

低于中国的样本。此时，无论是否添加控制变量，是否与中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虚拟变量（Agr）
的系数均不显著。在这种情况下，是否与中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不影响其与中国的国际不平

等交换程度，也不影响其与中国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差异。
  

表 2    区分样本回归

lCD_Tue

（1） （2） （3） （4）

Tue≤中国的样本 Tue>中国的样本

Agr −0.250***（−4.508） −0.185***（−3.071） −0.089（−0.324） −0.065（−0.263）

其他控制变量 无 有 无 有

国家/地区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1 948 865 665 146

R2 0.204 0.366 0.740 0.845
 

综合表 1 和表 2 可知，与中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能够降低其与中国的国际不平等交换程

度，但协定伙伴方的单位价值商品所包含劳动时间（劳动生产率）对降低国际不平等交换程度的

效应存在异质性，当单位价值商品所包含劳动时间高于中国的协定伙伴方与中国签署自由贸易

协定时，降低国际不平等交换程度的作用更显著。由此可见，从降低与中国国际不平等交换程

度上说，与中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之后，单位价值商品所包含劳动时间高于中国的国家（地区）

能得到显著降低，但并不影响单位价值商品所包含劳动时间低于中国的情况。这很好地反驳了

“中国威胁论”“中国新殖民主义论”的观点。中国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之路上，并不对

其他国家（地区）进行剥削，也不损害其他国家（地区）的利益，反而与各国（地区）的贸易更为平

等。这也正是中国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努力与发展中国家合作，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

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的证据所在。

表 1 的回归发现，与中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导致其与中国之间的国际不平等交换程度降

低。而这种负向关系也可能是某种无法观测和捕捉的因素引起的结果。本文的样本共包含

134 个国家和地区，其中 22 个与中国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为了排除上述可能，我们从 134 个

国家和地区中随机抽取 22 个经济体，将其设置为“伪处理组”，即假设其与中国签署了自由贸

易协定，并将剩余的经济体设置为没有与中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控制组。由此构建了安慰剂

检验的虚拟变量 Agrfalse。由于“伪处理组”是随机抽取生成的，因此安慰剂检验中核心解释变量

的估计系数在统计上不会对模型的被解释变量产生显著影响，Agrfalse 估计系数不会显著偏离零

点；反之，若 Agrfalse 估计系数显著偏离零点，则说明模型可能存在识别偏误。

为了避免小概率事件的干扰，本文分别重复随机抽取 100 次、200 次和 500 次进行回归分

析，并提取安慰剂结果系数以及 t 值，分别取其算术平均值，结果如表 3所示。结果显示，随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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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处理组的回归系数的均值趋近于 0，且在统计上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不显著。这表明安慰剂

检验的结果不显著，与真实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回归结果不同。综上所述，回归模型并没有因

为遗漏变量导致结果的严重偏差，可以排除其他随机因素产生的安慰剂效应对结果的干扰，说

明本文的结果较为稳健。①

  
表 3    安慰剂检验

（1） （2） （3）

100次 200次 500次

Agrfalse −0.002（−0.037） −0.003（−0.046） −0.005（−0.080）

其他控制变量 有 有 有

国家/地区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五、机制检验

基于理论假说，参考黄亮雄等（2021）的做法，这里采用两步法进行机制检验：第一步，以是

否与中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虚拟变量为核心解释变量，分别以某国（地区）与中国的贸易规模和

进出口种类差异为被解释变量，检验签订贸易协定对两者的影响；第二步，分别以某国（地区）与

中国的贸易规模和进出口种类差异为核心解释变量，以某国（地区）与中国的国际不平等程度为

被解释变量，检验两者对国际不平等程度的影响。

（一）扩大与中国的贸易规模

中国遵循平等互利原则，加强与世界各地的互动，促进国际经济秩序朝着平等公正、合作

共赢的方向发展。与中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能够加强该国（地区）与中国的贸易往来，扩大贸易

规模，直接体现在该国（地区）与中国之间的进出口贸易总额占该国（地区）进出口总额的比重显著提高。

为了验证上述分析，表 4 列（1）与列（2）以 i 国（地区）t 年与中国的进出口贸易额占其进出

口贸易总额的比重（R_trait）作为被解释变量，具体为与中国的进出口贸易额除以该国（地区）进

出口贸易总额，数据来源为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UN Comtrade Database）。核心解释变量

和其他控制变量的设置与方程（1）相同。两列均控制了国家/地区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列

（1）没有添加控制变量，结果显示，是否与中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虚拟变量（Agr）的系数为

0.160，且在 1% 水平上显著。列（2）进一步添加了控制变量，结果显示，是否与中国签订自由贸

易协定虚拟变量（Agr）的系数为 0.158，且也在 1% 水平上显著，即与中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之

后，其与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占其总贸易额的比重将显著提高 15.76%。②

列（3）与列（4）的被解释变量为 i 国（地区）与中国的国际不平等交换程度（lCD_Tue），核心

解释变量为 i 国（地区）t 年与中国的进出口贸易额占其进出口贸易总额的比重（R_tra）。两列的

核心解释变量（R_tra）系数都在 1%水平上显著为负。这说明扩大与中国的贸易规模，能显著降

低该国（地区）与中国的国际不平等交换程度。综合表 4的四列结果可知，假说 2a 得到验证，即

与中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能显著扩大其与中国的贸易规模，降低与中国之间的国际不平等交换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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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我们还进行了五项稳健性检验：（1）更换被解释变量，即更换国际不平等交换的度量指标；（2）更换解释变量，将自由贸易协定虚拟变

量更换为协定的核心条款深度；（3）采用不同劳动时间核算国际不平等交换指标；（4）采用弱内生性样本；（5）进行平行趋势检验。详见本文的

工作论文版本。

 ② 模型中解释变量变化 1单位，对进出口贸易比重的影响系数为 0.1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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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机制检验 I：扩大与中国的贸易规模

R_tra lCD_Tue

（1） （2） （3） （4）

Agr 0.160***（2.689） 0.158***（4.116）

R_tra −0.227***（−3.592） −0.316***（−3.772）

其他控制变量 无 有 无 有

国家/地区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2 161 954 2 116 944

R2 0.251 0.592 0.017 0.156
 

（二）缩小与中国的贸易种类差异

国际贸易不平等现象也可能源于对贸易产品种类的限制，特别是在大小经济体之间的贸易

当中。然而，中国注重平等互利，有着与众多发展中国家类似的受迫害历史，能体会到落后国家

发展的艰难。中国在贸易上并不会“恃强凌弱”，与中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能减少该国（地区）与

中国贸易产品种类的限制，直接体现在该国（地区）与中国之间的进出口贸易种类的差异显著降低。

DSpit = ln |Spiit −Speit|
为了验证上述分析，表 5 列（1）与列（2）以 i 国（地区）t 年与中国进出口产品种类数差的绝

对值（取对数），即 为被解释变量，其中，Spiit 是指 i 国（地区）t 年从中国进口

的产品种类数，Speit 是指 i 国（地区）t 年向中国出口的产品种类数。数据来源于联合国商品贸易

统计数据库（UN Comtrade Database）。核心解释变量和其他控制变量的设置与方程（1）相同。同

样地，无论添加控制变量与否，是否与中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虚拟变量（Agr）的系数均为负，列

（1）系数还通过了 1%统计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这说明与中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之后，其与中国

进出口贸易种类的差异有所降低。

列（3）与列（4）的被解释变量为 i 国（地区）与中国的国际不平等交换程度（lCD_Tue），核心

解释变量为 i 国（地区）与中国进出口产品种类数差的绝对值（DSp）。结果显示，核心解释变量

（DSp）系数均至少在 10% 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说明缩小与中国的贸易种类能显著降低该国（地

区）与中国的国际不平等交换程度。综合表 5的结果可知，假说 2b 得到验证，即与中国签订自由

贸易协定能显著缩小其与中国进出口贸易种类的差异，从而降低其与中国之间的国际不平等交换程度。
  

表 5    机制检验 II：缩小与中国的贸易种类差异

DSp lCD_Tue

（1） （2） （3） （4）

Agr −0.213***（−4.127） −0.004（−0.061）

DSp 0.260***（6.420） 0.072*（1.783）

其他控制变量 无 有 无 有

国家/地区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2 164 955 2 119 945

R2 0.405 0.267 0.030 0.157
 

六、国际对比分析

本部分将进行国际比较，选取美国、日本、巴西和俄罗斯四国与中国进行对比分析，验证自

由贸易协定降低国际不平等交换程度是否具有普遍性，其中美国、日本是发达国家的代表，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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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俄罗斯是新兴市场国家的代表。

表 6 分别对美国、日本、巴西和俄罗斯进行了检验。具体而言，我们选取了 2000—2018 年

134个国家和地区的面板数据，分别构建是否与美国、日本、巴西和俄罗斯签订自由贸易协定虚

拟变量（Agr_usa、Agr_jpn、Agr_bra 和 Agr_rus），以此作为核心解释变量，与上文关于中国虚拟变

量的设定类似。此外，分别构建某国（地区）与美国、日本、巴西和俄罗斯的国际不平等交换程度

（lCD_Tue_usa、lCD_Tue_jpn、lCD_Tue_bra 和 lCD_Tue_rus），与美国、日本、巴西和俄罗斯进出口

贸易额占其进出口贸易总额的比重（R_tra_usa、R_tra_jpn、R_tra_bra 和 R_tra_rus），以及与美国、

日本、巴西和俄罗斯进出口产品种类数差的绝对值（DSp_usa、DSp_jpn、DSp_bra 和 DSp_rus，取

对数）为被解释变量，其他控制变量与基准回归一致，并因美国、日本、巴西和俄罗斯四国不同

而有所调整。这里既检验与上述四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对该国（地区）与这四国国际不平等交

换程度的影响效应，又检验上述两个作用机制是否在这四国也成立。
 
 

表 6    四国的回归

美国 日本

lCD_Tue_usa R_tra_usa DSp_usa lCD_Tue_jpn R_tra_jpn DSp_jpn

（1） （2） （3） （4） （5） （6）

Agr_usa/Agr_jpn −0.091*（−1.767） 0.072***（6.137） −0.212***（−3.456） 0.008（0.205） −0.011（−0.579） 0.017（0.206）

其他控制变量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国家/地区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1 103 1 018 1 018 1 103 1 018 1 018

R2 0.143 0.476 0.195 0.123 0.387 0.142

巴西 俄罗斯

lCD_Tue_bra R_tra_bra DSp_bra lCD_Tue_rus R_tra_rus DSp_rus

（7） （8） （9） （10） （11） （12）

Agr_bra/Agr_rus −0.219（−1.163） 0.000（0.042） −0.202（−0.537） 0.363***（2.741） −0.008（−1.617） −0.005（−0.025）

其他控制变量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国家/地区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1 103 1 012 1 008 865 837 835

R2 0.076 0.033 0.054 0.092 0.055 0.122
 

列（1）—列（3）是有关美国的检验。列（1）的被解释变量为 i 国（地区）在 t 年与美国的国际不

平等交换程度（lCD_Tue_usa）。虚拟变量（Agr_usa）的系数在 10%统计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与

美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能降低该国（地区）与美国之间的国际不平等交换程度。列（2）的被解释

变量为 i 国（地区）t 年与美国进出口贸易额占其进出口贸易总额的比重（R_tra_usa），虚拟变量

（Agr_usa）系数在 1%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列（3）的被解释变量为 i 国（地区）t 年与美国进出口

产品种类数差的绝对值（DSp_usa），虚拟变量（Agr_usa）系数在 1%统计水平上显著为负。因此，

与美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可以通过扩大与美国之间的贸易规模、减少与美国之间的贸易产品

种类差异来降低该国（地区）与美国之间的国际不平等交换程度。

列（4）—列（6）是针对日本的检验。无论被解释变量为与日本的国际不平等交换程度

（lCD_Tue_jpn）、与日本进出口贸易额占其进出口贸易总额的比重（R_tra_jpn），还是与日本进出

口产品种类数差的绝对值（DSp_jpn），虚拟变量（Agr_jpn）的系数均不显著。也就是说，与日本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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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自由贸易协定并不会显著影响其与日本之间的国际交换不平等程度；与日本签订自由贸易协

定也不会影响其与日本之间的贸易规模以及贸易产品种类差异。

列（7）—列（9）是针对巴西的检验。无论被解释变量为与巴西的国际不平等交换程度

（lCD_Tue_bra）、与巴西进出口贸易额占其进出口贸易总额的比重（R_tra_bra），还是与巴西进出

口产品种类数差的绝对值（DSp_bra），虚拟变量（Agr_bra）的系数均不显著。因此，与巴西签订自

由贸易协定并不会显著影响其与巴西之间的国际交换不平等程度；与巴西签订自由贸易协定也

不会影响其与巴西之间的贸易规模以及贸易产品种类差异。

列（10）—列（12）是针对俄罗斯的检验。被解释变量为与俄罗斯的国际不平等交换程度

（lCD_Tue_rus），虚拟变量（Agr_rus）的系数在 1%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与俄罗斯签署自由

贸易协定会增加该国（地区）与俄罗斯之间的国际不平等交换程度。同时发现，无论被解释变量

为与俄罗斯进出口贸易额占其进出口贸易总额的比重（R_tra_rus），还是与俄罗斯进出口产品种

类数差的绝对值（DSp_rus），虚拟变量（Agr_rus）的系数均不显著。也就是说，扩大贸易规模和缩

小贸易种类差异的影响机制在俄罗斯并不成立。

因为自由贸易协定对扩大贸易规模和缩小贸易种类差异的影响因国家（地区）而异，所以签

订自由贸易协定缓解国际不平等交换程度也因国家（地区）而异。这正是本文假说 3所强调的。

表 7 进一步对比中国与上述四国的效应大小。与中国、美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该国（地

区）与中国、美国之间的国际不平等交换程度分别降低 23.07%和 8.73%；与日本、巴西签订自由

贸易协定，并不会影响国际不平等交换程度；与俄罗斯签署自由贸易协定，该国（地区）与俄罗斯

之间的国际不平等交换程度会显著增加 43.81%。从降低国际不平等交换程度的角度看，与中国

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效应要大于美国。
  

表 7    五国的效应对比

中国 美国 日本 巴西 俄罗斯

回归系数 −0.262*** −0.091* 0.008 −0.219 0.363***

影响程度 −23.07% −8.73% − − 43.81%

　　注：当回归结果不显著时，不计算具体的影响程度数值。

七、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根据马克思国际价值理论的基本逻辑，测算国际不平等交换指数，并以中国为研究对

象，采用 2000—2018 年全球 134 个国家和地区的面板数据，验证与中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对其

国际不平等交换程度的影响效应。研究表明，与中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显著降低了该国（地区）

与中国间的国际不平等交换程度。具体而言，相比于没有与中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地

区），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地区）与中国的国际不平等交换程度会显著降低 23.07%。此

效应主要体现在该国（地区）的单位价值商品所包含劳动时间低于中国时。可见，“中国威胁论”

“中国新殖民主义论”等说法并不成立。究其机制，发现该效应来源于与中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

能够扩大协定方与中国的贸易规模，表现为显著提升进出口贸易额占其贸易总额的比重，也在

一定程度上表现为减少其与中国进出口贸易产品种类的差异。

在国际对比分析中，本文选取美国、日本代表发达国家，选取巴西、俄罗斯代表新兴国家进

行实证分析，将其结果与中国进行对比分析。结果表明，与中国和美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会显

著降低国际不平等交换程度，与日本和巴西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并不会显著影响国际不平等交换

程度，而与俄罗斯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反而增加了国际不平等交换程度。签订自由贸易协定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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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双方的贸易规模和缩小贸易种类差异产生影响的机制也仅在中国和美国成立。因此，自由

贸易协定能缓解国际不平等交换的效应并不具有普遍性，中国在五国中的缓解效应是最大的。

基于以上的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加强与各国在理念和认知上的沟通，积极向世界各国发声。本文的研究结果论证了

中国自由贸易协定建设的合理性和公平性，与中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有利于降低各协定方与中

国之间的国际不平等交换程度，对贸易合作伙伴之间合作共赢起到了促进作用。这是中国互利

共赢原则以及和谐发展理念在对外贸易上的体现，是中国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世界经济共同繁

荣的证据。因此，中国应不惧霸权主义、强权政策，敢于向世界发声，积极应对来自各方的干

扰，努力为自己正名。

第二，积极探索多方共赢的合作方案，推进建设高水平的自由贸易协定。本文的实证结果

指出，自由贸易协定对于国际不平等交换程度的缓解效用存在异质性，一些自由贸易协定的签

署甚至可能会恶化国际不平等交换程度。因此，中国在自由贸易协定的建设中，首先应加强与

贸易合作伙伴之间的协商，积极探索更加平衡互利的合作方案；其次，应当提高自由贸易协定的

开放程度，升级协定，扩大贸易领域，积极寻求新的合作可能；最后，探索与重要地缘支点国家

和重要节点国家的合作，用实际行动击破“污名化中国”的阴谋。

第三，加强技术层面的合作，推动与贸易合作伙伴的协同发展。国际交换不平等现象的发

生，究其根源是国家间技术水平的差异。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几乎将全球所有国家和地区卷入全

球价值链当中。作为发展中国家，在技术处于相对落后地位的情况下，更要携手互助，加强共建

共享，合作解决世界经济不平衡发展面临的难题。通过自由贸易协定相关条款的建设，完善技

术合作等相关合作条款，促进技术合作向更加公平有效的方向发展，在合理保障知识产权等核

心技术的前提下，降低甚至消除技术壁垒，加强协定方之间的技术人才流动，缩小国家（地区）之

间的技术差距，从而推动国际分工体系不断完善发展，促进全球经济秩序向着更加和谐、公平

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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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 Free Trade Agreements Alleviate International
Unequal Exchange: Based on China’s Empirical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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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Guangdong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rategies，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Guangzhou 510420，China)

Summary:  As the world is undergoing the greatest changes in a century，China needs to work with other

countries to explore a broader space for cooperation and deepen cooperation with each other. To this end，

China actively promotes the construction of free trade agreements. However，the so-called “China Threat The-

ory” and “China’s Neo-colonialism Theory” have been widely heard. Based on Marx’s international axi-

ology，this paper selects the panel data of 134 countries or regions in the world from 2000 to 2018 and builds

an index of international unequal exchange between countries and China，to test the impact of signing free

trade agreements with China on international unequal exchange. Then，compared with the United States，Ja-

pan，Brazil and Russia，this paper refutes the above-mentioned adverse remarks against China.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igning of free trade agreements with China significantly reduces the degree of

international unequal exchange with China. Specifically，compared to countries or regions that have not signed

free trade agreements with China, the index of international unequal exchange between countries or regions

that have signed free trade agreements with China has decreased by 23.07%. This effect is mainly reflected in

countries that have less labor time per unit value commodity than China. The result is still robust after chan-

ging the measurement method of core variables，adopting weak endogenous samples，and conducting the paral-

lel trend test and placebo test. In terms of the mechanism，this effect is due to the fact that signing free trade

agreements with China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trade scale between the country and China，and reduce

the difference in the types of import and export goods between the country and China. Further，this paper com-

pares the effect of China with that of the United States，Japan，Brazil and Russia，and finds that the effect of

free trade agreements on alleviating the degree of international unequal exchange is not universal and varies

from country to country. The effect of signing free trade agreements with China on alleviating the degree of in-

ternational unequal exchange is greater than that of other four countries. The findings of this paper effectively

refute the viewpoints of “China Threat Theory” and “China’s Neo-colonialism Theory”.

　　Therefore，in the context of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 and deepening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the

future，China needs to do the following aspects:（1）Strengthen the communication with other countries in

concept and cognition，and actively transmit the Chinese voice to the world.（2）Actively explore win-win co-

operation schemes and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high-level free trade agreements.（3）Strengthen technical

cooperation and promot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with trading partners.

Key words:  free trade agreements； international unequal exchange； international axiology；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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